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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研究发现，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父母的主观福祉有显著影响，且存在

客观实体性资源和主观符号性资源的反哺机制。 其中，客观实体性资源反哺机制中的经

济、劳动力支持路径对老年人主观福祉分别呈现正、负效应。 同时，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

响老年人口主观福祉的强度呈现显著的群体差异，对于女性、农村户籍和低教育的老年人

口的主观福祉的反哺效应大于男性、城市户籍与高教育者。 研究结论对我国健康老龄化

社会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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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群众的

主观福祉是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增强老年人口的主观福祉尤为重要。 进入新发展

阶段以来，我国社会逐步迈入老龄化时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０９ 年末我国 ６０ 岁、６５ 岁、８０ 岁

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 １２􀆰 ５２％ 、８􀆰 ４７％和 １􀆰 ６０％，２０１８ 年末 ６０ 岁、６５ 岁、８０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

别为 １７􀆰 ８８％、１１􀆰 ９４％和 ２􀆰 １２％。 ２０２０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６０ 岁以上人口比例相较于

２０１０ 年上升 ５􀆰 ４４ 个百分点①。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的快速上升，健康老龄化社会建设已成为重

要研究议题。 身体健康与主观福祉是健康老龄化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维度，主观福祉能通过躯体化

效应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发挥重要形塑作用，其自身更是老年人高质量生活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体现。
从学术研究的逻辑看，老年人主观福祉不但受到其自身阶层地位、社会网络的影响，更受到子代

社会支持的影响［１－２］。 但是，现有研究忽视了子代支持所需社会资源的嵌入性特征及代际资源反哺

老年人主观福祉的作用机制。 据此，本文将探讨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我国老年人口的主观福祉的

主、客观双重机制，并进而分析这一影响的群体差异。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问题

主观福祉是社会成员在比较实际生活与期望生活状态后产生的肯定的、积极的态度［３］，具有主

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征，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皆是其重要测量维度。 人们的主观福祉及其

影响机制一直是社会学的重要议题。 关于老年人主观福祉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分析视角：地位

结构论、代际情感论与代际支持论。
（一）地位结构论

地位结构论包括阶层地位观与网络结构观。 首先，阶层地位观关注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对其主观

福祉的影响［４］。 阶层地位观认为物质主义机制是影响人们的主观福祉的重要途径，阶层地位越高，



物质资源越丰富，主观福祉越高［５－６］，但教育水平可能与主观福祉呈现倒“Ｕ”型关系［７－８］。 毫无疑

问，阶层地位因素影响具有普适性，同样对老年人主观福祉产生重要影响［１， ９］。 其次，网络结构观。
社会网络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影响主观福祉。 社会支持机制强调个体从自身社会网络中获取

支持性资源，释放压力，提升其主观福祉［１０］，多元化的社会网络有利于老年群体的幸福感［１１－１２］。 社

会比较机制则强调人们在社会网络中选取不同的参照群体，并产生相对剥夺感或优越感，影响人们

的主观福祉［１３］。 虽然老年人口往昔的阶层地位与维持至今的社会网络仍然影响其主观福祉［１２］，但
影响强度减弱，可能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家庭因素特别是子女因素，主要体现为代际情感、代际支持两

个研究视角。
（二）代际情感论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子代作为父母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其成长的重要事件本身会影响父母的

福祉［１４］。 研究表明，基于亲子间的感情联结，父代对于子女在地位获得方面成败的主观评价，可能

影响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１５－１７］。 但该机制的具体作用过程尚无定论，有人将其归结为家庭

网络的情绪濡染效应［１８］，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基于亲子间难以割舍的天然纽带，父母仍认为成年子女

是自己生命的延伸或一部分［１９］，因此会对子女的成就感同身受，为子女感到自豪，这有利于心理福

祉。 反之，父母也会因子女的挫败感到失落、忧虑［１５］。 还有一种解释是职业地位不佳的子女更可能

在经济和生活上依赖父母，与某些文化中对成年子女社会化的期望相悖，亦不利于主观福祉［２０］。 这

些研究偏重于文化或情感方面的解释，忽视由结构资源到情感的作用路径。
（三）子代支持论

学者将子代支持分为经济支持（货币支持）、劳动力支持（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沟通交流）三
类［２１］，在操作化上实际把“子代支持”等同于“赡养行为”。 由于我国社会养老制度还不健全，子代支

持对于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显得格外重要。 现有相关研究结论并非一致，大部分研究表明，子代提

供的三类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福祉均有显著正向影响［２， ２２］。 子代支持能够强化老年人的自尊

感和希望感，削弱孤独感，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特别是农村，子代支持是孝道的体现，得不到照料

会使老人感到失落甚至挫败［２３］。 但有少量研究发现子代经济支持可能对老人的主观福祉有潜在副

作用。 高度依赖子代支持可能导致老年人产生“年老不中用”的负面自我评价，或加深其对于经济从

属地位的感知［２４－２５］。 此类研究忽视子代支持背后的结构性社会资源。 虽然有研究探讨了子代教育

对代际支持的影响［２６］，但教育水平难以全面衡量子代社会资源数量与质量，忽视了代际资源影响老

年父代福祉的复杂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代际支持需要子代社会资源作为支撑要素，而子代社会资源又嵌入在其地

位结构中。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代际支持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即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主观福

祉的可能路径、作用机制以及群际差异。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代际社会资源的嵌入性特征

传统社会流动研究以父代地位影响子代作为基本前提，目的在于揭示父代社会资源向子代流动

的过程及其规律，也包括子代幸福感、心理健康在内的社会心理后果［２７－２９］。 子代对父代的影响是家

庭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关注子代向父代的实体性、可量化的资源转移，即代际社会支持对中

老年父代的多重影响，但忽视了这些资源的嵌入性特征。 虽有研究认为子女教育获得能够提升子代

实质性物质转移数量并进而影响老年父代主观福祉［２６］，但教育水平更多衡量子代入职前的文化资

本或人力资本，只是影响子代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维度，难以准确衡量子代对父代的影响。 这是因

为，子代的社会资源总量才是决定子代支持的根本因素。 因此，我们使用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衡量子

代用于代际支持的嵌入性社会资源总量，并借用“反哺” ［３０］的概念，将这种代际支持称之为代际社会

资源反哺过程。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１。

７０１第 ４ 期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父母主观福祉：代际资源反哺的分析视角



假设 １：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代际社会资源越丰富，老年父代拥有更好的主观福祉。
（二）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代际资源如何反哺老年人主观福祉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中蕴藏着哪些可以影响老年父母主观福祉的社会资源？ 从理论逻辑上分析，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具有两种资源：实体性社会资源、信号性社会资源。 这两种资源均嵌入在子代的

社会经济地位结构中并反哺老年人的主观福祉。
首先，客观实体性资源的反哺机制。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蕴含实体性社会资源，通过子代的经济

支持与劳动力支持两个具体路径传递资源并影响老年父母的主观福祉，但作用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在子代经济支持方面，出于中国文化中孝道的反馈模式，子女需要通过经济支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

恩。 同时，高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会降低多代共同居住的概率［３１］，亲子面对面互动变得相对困难，子
代更可能用较多经济支持弥补难以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缺憾［３２］，这都能导致子女更多的经济支持。
子代较多的经济支持，能直接给老人更多的物质资源，使老人衣食无忧、享受到养育付出得到回报的

成就感，并可用于获取精神文化资源，使老年人充分享受晚年生活的乐趣，提升老年父母的主观福

祉。 虽然在西方子代经济支持可能反而使老人产生“无用”之感，对主观福祉不利［２４］，但并不适用依

然对家庭养老期待很高的中国老年父母。
在劳动力支持方面，子代劳动力支持与老年人主观福祉有正向关系，子代劳动力支持越多，日常

照料增加，与父母交流机会越多，老年父母主观福祉上升［２］。 但是，劳动力支持受制于子代社会资源

拥有量，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反而越利于其动员家庭劳动力投入家务中。 一方面是空间距离的

限制，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往往越会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３１］，追求生活的独立性、隐私性，降低

了劳动力支持的可能性［３３］。 另一方面是时间分配的限制。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时间机会成本越高，
“工作—家庭”冲突可能性更大，更可能因为工作缘故而难以为父母提供劳动力支持［３４］，从而加剧老

年父母劳动负担，进而使老人“心存遗憾”，降低老人父母的主观福祉。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２———客

观实体性资源反哺机制假设，具体包括两条路径：
假设 ２ａ：经济支持路径，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经济和文化资源动员能力越强，子代经济支持

力度增加，老年人的主观福祉越高。
假设 ２ｂ：劳动力支持路径，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增高，劳动力支持的机会成本相应增高，减少子代

劳动力支持，降低老年人的主观福祉。
其次，符号性资源的主观反哺机制。 现有研究发现，人们的地位认同对其主观福祉有重要影

响［３５］。 信号性资源反哺机制关注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作为符号资源，通过主观地位认同的社会心理

过程影响老年人福祉。 现有研究发现，成年人的地位认同不但取决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也

受到父母、配偶等家庭成员的影响。 如果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即使并未得到家庭成员实

际上的经济支持，作为符号性资源也会提升其他成员的地位认同［２９，３６］。 同样，我国成年子女即使不

与父母同住，也与父母之间在经济、生活上仍保持较强连带，一个老年人在“他者”眼中的社会地位，
也往往基于整个家庭“共同体”，而不是仅仅取决于老人本身。 老年父母的阶层地位认同受其成年子

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这一逻辑可以借用“地位信号”机制进行分析。 如果社会行动者与高地位者

有社会关联，与高地位者的关联就成为一种“符号资本”，会提高社会对该行动者社会地位的评价，并
投射进其自我认知并提高其地位认同［３７］。 虽然子代经济社会地位所蕴藏的资源不归老年父母本人

所有，“地位信号”却具有符号性资源的功能［３６］，通过使父母获得较高的地位评价并提升中老年自身

的地位认同，使得老年人有较强的优越感与较高的主观福祉。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３———符号性资源

反哺机制假设，包括阶层地位认同与经济地位认同两条具体途径：
假设 ３ａ： 阶层地位认同路径假设，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符号性资源的功能越强，老年父母

阶层地位认同越高，提升其主观福祉。
假设 ３ｂ： 经济地位认同路径假设，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符号性资源的功能越强，老年父母

经济地位认同越高，提升其主观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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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际社会资源反哺影响老年人主观福祉的群体差异

本文分别从性别角色、文化传统和资源依赖度三个角度，探讨老年父母的性别、户籍和教育水平

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首先，从性别角色看，母亲始终与子代保持着更强的连带———生命孕育之时，孩子与母亲血脉相

连，从牙牙学语到求学成长，多是母亲陪伴，成年后“儿行千里母担忧”，进入老年期，又常帮助孩子照

料孙辈、料理家务。 母亲在养育过程中相对投入更多的情感和行为，角色嵌入程度相对更深。 到老

年，母亲与子代的情感关系更为密切［３８］，性别角色导致的依赖使老年母亲对子代反哺的愿望相对更

强。 因此，子代社会资源对老年母亲的主观福祉影响相对较大。
其次，从文化差异来看，我国的城乡差异既是经济发展差异，也是文化观念上的差异。 市场经济

不但冲击传统家庭形态，而且也对“抚育－赡养”的传统文化有所影响。 在市场经济更加发达的城

市，老年人口对于“依赖子女养老”的认可度已经明显低于经济形态相对传统的农村［３９］。 农村父母

在子女的养育和婚姻中付出更多，加上社会保障不健全，大部分人年老后更要靠子女照顾［４０］，“养儿

防老”的观念更加牢固，对社会资源反哺的期待与需求相对更大。 同理，不同教育程度者文化观念上

的差异也会导致子代社会资源的影响不同。 高教育父代有更宽阔的知识视野，传统观念相对较弱，
对子代资源的依赖性相对较低，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高教育父代的影响也相对较小［４１］。

同时，资源依赖度也是理解老年人主观福祉群际差异的重要视角。 “资源替代”命题认为各种资

源对于个体福祉的作用呈现此消彼长之特点，资源类型越单一，数量越少，生活福祉越依赖外来资

源，外部资源的边际效应也就越大［４２］。 相对而言，老年女性、农村居民和低教育者职业地位通常较

低、经济基础薄弱，自身拥有的资源类型单一、数量较少。 同时，基于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偏好［４３］，上
述老年群体的非亲属网络资源质量普遍不高，家庭外社会资源也相对缺乏，他们只能更多依靠子女

的资源改善其福祉，使得子女社会资源反哺为其带来的福祉效应更强。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４———代

际社会资源反哺的福祉效应群体差异假设，具体包括三个子假设：
假设 ４ａ：性别差异假设，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女性主观福祉的反哺效应强于男性。
假设 ４ｂ：城乡差异假设，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农村人主观福祉反哺效应强于城市。
假设 ４ｃ：教育差异假设，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低教育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反哺效应强于高教育者。

四、数据、变量及实证方法

（一）数据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年基线调查数据。 该数据共收集了

１４７９８ 个家庭中的 １６ 岁及以上样本 ３３６００ 个，其中 ６０ 岁以上老年样本 ６４９３ 个，调查了被访者所有

子女的职业，以及老年人口与子女的互动情况、主观福祉、社会地位认同等重要变量信息，完全契合

本研究的主题。 已有研究通常以 ６０ 岁作为老年的起点［１，３９］，但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中只针对 ６１ 岁及以上样

本询问其与子女的互动情况，故本文选取 ６１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将受访对象与其所有子

女信息匹配，剔除无在世子女、子女职业和其他变量缺失的样本后，用于分析的样本为 ５０６５ 个。
（二）变量测量

１．因变量：主观福祉

主观福祉的测量分为单维和多维两种测量范式，单维测量直接使用“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
主观福祉与“满意度” “幸福感”高度相关，单维测量未能充分考虑主观福祉的综合性、整体性特

征［３］，因此有必要采用多维测量。 多维测量的代表性方案有 Ｄｉｅｎｅｒ［４４］ 提出的一般生活满意度、积极

情感和消极情感三维测量方案。 该测量将短期情绪和较长期的“满意度”混合，混淆了“福祉”作为

一种长期性、综合性心理感受的内涵。 Ｓｔｏｃｋ 等［４５］ 提出一种主观福祉的时间性测量框架，将主观福

祉分为满意度、幸福和积极性动机三个层次，其中满意度是当前生活与此前状态或期望的对比，幸福

表示当前的心理状态，积极性动机表现对于未来的预期。 该框架能够对主观福祉进行综合性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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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得到应用［４６］。 本文将以此界定并测量老年人口主观福祉。 使用“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测量幸

福感，“你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测量生活满意度，“您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测量积极性动机，
三个均为 １—５ 分的变量。 本文参照唐启明［４７］ 的方法，对三项测量指标求均值，衡量老年父母的主

观福祉水平。
２．自变量

（１）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基线数据中提供了被访者所有成年子女的职业信息及对应社会经济地位指

数（ＩＳＥＩ）得分，利用该数据可以直接获取子女的最高社会经济地位，也可计算出被访者子女的平均

社会经济地位，用此两种方法衡量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２）地位认同用被访者阶层地位认同、收入地位认同测量。 具体方法：用题器“您认为自己的社

会阶层地位为哪一个”衡量阶层地位认同，五点测量，数值越大，阶层地位越高；用题器“您认为自己

的收入地位为哪一个”衡量经济地位认同，五点测量，数值越大，收入地位越高。
（３）子代支持用子代对父代是否提供经济支持和劳动力支持两个具体维度衡量。 具体方法：用

题器“子女给您提供经济帮助”和“子女是否给您理财”衡量子代经济支持；用题器“子女是否给您照

料家务”和“子女照看您”两题衡量子代劳动力支持。 经济支持的两题中有任意一题选择为“是”，则
给“子代经济支持”赋值为 １，表示“有经济支持”，如果两个题目均选择“否”，则赋值为 ０，表示“无经

济支持”。 同理，“子代劳动力支持”编码为“有劳动力支持＝ １”，“无劳动力支持＝ ０”。
３．控制变量

老年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网络、健康水平、家庭状况、个人特征等因素均会影响其主观福祉，
这些因素均在统计模型予以控制。

（１）阶层地位与社会网络变量：教育程度；户籍，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收入水平，使用老人上一年

度个人工资、经营、养老金和政府社会补贴收入之和的对数进行测量；职业类别，分为 ３ 类；社会网络

情况，使用春节拜年网中的朋友比进行测量［１０］。
（２）健康相关变量：健康状况，使用慢性病进行测量；医疗保险。
（３）家庭状况变量：子女数量；父母对子女的支持；家庭居住条件，使用访员对受访者住房条件的

主观评价；地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
（４）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父代年龄；婚姻状况，分为在婚与非在婚。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强于生活满意度，对未来的信心相对最弱。 幸福感是老年人当时

的快乐程度，出生在 １９５０ 年以前的老年群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成长，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繁荣，
老年人幸福感极强。 生活满意度是当下与此前或此前的期望进行对比，生活中总有让人不如意的地

方，满意度低于幸福感。 当前社会发展变迁迅速，也潜藏着难以预料的社会风险，而且我国社会保障

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导致老人对未来的信心总体稍低。
（三）实证分析方法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所用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１）多元线性回归及 ＫＨＢ① 中介效应分析方

法。 先使用逐步回归法，依次验证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因变量的关系。 然后使用 Ｋａｒｌｓｏｎ 等在改进

Ｓｏｂｅｌ 检验基础上提出的 ＫＨＢ 中介效应分解方法对中介效应显著性进行分析［４８］。 该方法能够同时

考虑多个中介变量并分解其相对解释比例，且可以处理中介变量为二分变量的情况，符合本文研究

的需要。 （２）多元线性回归的交互项分析方法。 运用此方法分析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人主观

福祉的群体差异。 （３）工具变量法。 运用此方法排除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对估计结果所产生的干

扰，检验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人主观福祉的因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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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均值（标准差） 备注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３􀆰 ６７９（１􀆰 ０１４） １—５ 表示从最不满意到最满意

幸福感 ３􀆰 ８９５（０􀆰 ９９２） １—５ 表示从最不幸福到最幸福
对未来的希望 ３􀆰 ３８０（１􀆰 １４５） １—５ 表示从最没有希望到最有希望
主观福祉 ３􀆰 ６５２（０􀆰 ８５４） 取值范围［１，５］

自变量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平均值） ４０􀆰 ０３４（１７􀆰 ２７４） 取值范围［１９， ８８］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最高值） ３５􀆰 １８６（１３􀆰 ５４９） 取值范围［１９， ９０］

中介变量 阶层地位认同 ２􀆰 ８８５（１􀆰 ０１７） １—５ 表示从地位最低到地位最高
经济地位认同 ２􀆰 １００（１􀆰 ０００） １—５ 表示从地位最低到地位最高
子代劳动力支持 ０􀆰 ４０ 有＝ １，没有＝ ０
子代经济支持 ０􀆰 ３６ 有＝ １，没有＝ ０

　 阶层地位与社会网络 教育程度（％）
　 文盲 ／ 半文盲 ５６􀆰 ２７
　 小学 ２２􀆰 ５５
　 初中及以上 ２１􀆰 １８
户籍 ０􀆰 ３１ 非农户口＝ １，农业户口＝ ０
收入水平 １􀆰 ４２５（２􀆰 ８１１） 取值范围［０， １３􀆰 ４５８］
职业类别（％）
　 农业工作 ５１􀆰 ７９ 指当前或曾从事农业工作
　 非农工作 ２６􀆰 ５１ 指当前或曾从事非农工作
　 无工作 ２１􀆰 ７０ 指未从事过超过 ６ 个月的正式工作
拜年网朋友比 ０􀆰 ２０５（０􀆰 ２６８） 取值范围［０， １］

　 健康状况 慢性病 ０􀆰 ２６ 有＝ １，没有＝ ０
医疗保险 ０􀆰 ８４ 有＝ １，没有＝ ０

　 家庭状况 子代总数（个） ３􀆰 ３１８（１􀆰 ５１２） 取值范围［１，１０］
父代经济支持 ０􀆰 １３ 有＝ １，没有＝ ０
父代劳动力支持 ０􀆰 ４８ 有＝ １，没有＝ ０
家庭居住条件 ４􀆰 ２２３（１􀆰 ４３４） 取值范围［１， ７］，越大表示越好
地域（％）
　 东部 ５７􀆰 １４
　 中部 １７􀆰 １０
　 西部 ２５􀆰 ７７

　 个人特征 性别 ０􀆰 ５１ 男＝ １，女＝ ０
年龄 ６９􀆰 １２５（６􀆰 ５９３） 取值范围［６１，１１０］
婚姻状况 ０􀆰 ７６ 在婚＝ １，不在婚＝ ０

五、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一）子代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影响老年父母的主观福祉

表 ２ 分析结果显示，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平均值）对于老年人主观福祉三个分指标都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而且影响强度差异不大，因此使用平均值作为“主观福祉”的测量具有合理性。 模型 ４ 结果

显示，子代社会经济地位（ＩＳＥＩ）每提高 １０ 个单位，老年父母主观福祉平均提升 ０􀆰 ０５４ 单位。 支持本

文假设 １，其他控制变量对老年人的主观福祉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二）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反哺老人福祉的主客双重机制

进一步探究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反哺中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客观与主观作用机制。 具体分以下三步：
第一，中介变量影响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３ 所示，其中模型 １ 为基准模型，模

型 ２ 和模型 ３ 显示，子代支持与老年父代主观福祉显著正相关，有经济支持和劳动力支持，平均比没

有支持的主观福祉高 ０􀆰 ０５４ 和 ０􀆰 ０７９ 分。 在加入子代经济支持后，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回归系数略

有减小，但加入子代劳动力支持后，主效应系数反而略有增大，说明该变量可能发挥了负向的中介作

用。 模型 ４ 和模型 ５ 则显示，主观阶层认同与主观福祉显著正相关，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每提高 １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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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观福祉提高 ０􀆰 ３１８ 和 ０􀆰 ２１０ 单位。 在加入地位认同变量后，子代 ＩＳＥＩ 与主观福祉的相关系数

均有明显降低，分别下降 ０􀆰 ０１４ 和 ０􀆰 ００７ 个单位，说明地位认同因素很可能发挥了中介作用。 当然，
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还需进一步检验。 模型 ６ 同时纳入多个中介变量，每个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关

系基本不变，显示出各中介变量作用的相对独立性。

表 ２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平均值）反哺老年父母主观福祉的回归分析①

因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 对未来的信心 主观福祉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 １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０）
教育程度（参照项：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０􀆰 ０５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２）
　 初中及以上 －０􀆰 ０７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７）
户籍 －０􀆰 ０３１ ０􀆰 １３８∗∗ ０􀆰 １０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８）
收入水平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职业类别（参照项：非农工作）
　 农业工作 －０􀆰 １０６∗ －０􀆰 １１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９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９）
　 无工作 －０􀆰 ２０８∗∗∗ －０􀆰 １１１∗ －０􀆰 １４７∗ －０􀆰 １５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４）
拜年网朋友比 ０􀆰 ０１６ ０􀆰 １４９∗∗ ０􀆰 １７１∗∗ ０􀆰 １１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５） （０􀆰 ０４８）
慢性病 －０􀆰 ０９４∗∗ －０􀆰 １０１∗∗ －０􀆰 １２８∗∗∗ －０􀆰 １０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９）
医疗保险 ０􀆰 ０８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６）
子代总数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父代经济支持 ０􀆰 １１０∗ ０􀆰 ０２０ ０􀆰 １０４∗ ０􀆰 ０７８∗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７）
父代劳动力支持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６）
家庭居住条件 ０􀆰 １２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０）
地域（参照项：东部）
　 中部 ０􀆰 ２６７∗∗∗ ０􀆰 ０９３∗ ０􀆰 １３８∗∗ ０􀆰 １６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６）
　 西部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１）
性别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２）
年龄（岁）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婚姻状况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２）
常数项 ２􀆰 ５５５∗∗∗ ２􀆰 ４３３∗∗∗ ３􀆰 ０８４∗∗∗ ２􀆰 ６９１∗∗∗

（０􀆰 ２１５） （０􀆰 ２１３） （０􀆰 ２４２） （０􀆰 １８０）
样本量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Ｒ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９３
　 　 注：（１）为尽量削减因抽样方法和主观福祉在家庭成员间的相关性造成的误差，报告标准误为以家庭（ ｆｉｄ）为组的聚类标准误；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 １０，∗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０１；（３）为了让回归系数较大，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除以 １０。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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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变量用子代社会经济地位最高者测量，回归分析得到相似的分析结果。



表 ３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中介变量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 １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０）
子代经济支持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４）

子代劳动支持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４）

阶层地位认同
０􀆰 ３１８∗∗∗

（０􀆰 ０１３）
０􀆰 ２８２∗∗∗

（０􀆰 ０１３）
收入地位认同 ０􀆰 ２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１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２􀆰 ６９１∗∗∗

（０􀆰 １８０）
２􀆰 ６７５∗∗

（０􀆰 １８０）
２􀆰 １３４∗∗∗

（０􀆰 ２１９）
２􀆰 １４７∗∗∗

（０􀆰 １６３）
２􀆰 ３５８∗∗∗

（０􀆰 １８５）
２􀆰 ０７１∗∗∗

（０􀆰 １６２）
样本量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第二，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 表 ４ 结果显示，子代 ＩＳＥＩ 每提升 １０ 各单

位，子代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提高约 １２􀆰 ４％，但子代提供劳动力支持下降约 ７􀆰 ４％。 可见，高昂的

照料成本降低了子代的劳动力支持力度。 同时，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与父代阶层地位认同、收入地位

认同均正相关。

表 ４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父代地位认同、子代支持的回归结果

子代经济支持 子代劳动力支持 阶层地位认同 收入地位认同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 １０ ０􀆰 １１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７７∗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８∗∗∗

（０􀆰 １２７）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９５３∗

（０􀆰 ４６８）
－２􀆰 ５６８∗∗∗

（０􀆰 ４６４）
１􀆰 ６８３∗∗∗

（０􀆰 ２１７）
１􀆰 ８１８∗∗∗

（０􀆰 ２１６）
样本量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第三，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父代主观福祉的双重机制及比较分析。 表 ５ 为 ＫＨＢ 中介效应

检验的结果。 表 ５ 的模型 １ 至模型 ５ 依次对表 ３ 的模型 ２ 至模型 ６ 进行了中介效应分解，四个中介

变量效应均显著。 结果显示，两种机制约解释了总效应的 ３１􀆰 ５％①。 其中信号性资源反哺机制的阶

层地位、收入地位认同中介路径对老年父代主观福祉反哺作用分别占比 ２８􀆰 ０７％和 １３􀆰 ２２％，实证结

果支持本文假设 ２ａ、２ｂ、３ａ、３ｂ。 虽然实体性资源机制可以通过增加子代经济支持路径提升老人的主

观福祉，但同时减少子代劳动力支持并降低老年父母主观福祉，分别占 ２􀆰 ５７％、－２􀆰 ５３％，正负效应并

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影响力。

表 ５　 子代支持和地位认同的 ＫＨＢ 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总效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直接效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６∗∗∗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８∗∗∗

中介效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中介效应（％） ２􀆰 ５７ －２􀆰 ５３ ２８􀆰 ０７ １３􀆰 ２２ ３１􀆰 ４８
Ｒ２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２３ ０􀆰 １５ 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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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各中介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总体中介效应不等于单个中介变量解释比之和。



　 　 （三）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反哺老年人主观福祉的群体差异分析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福祉反哺效应的群体差异如表 ６ 所示。 其中模型 １ 为基准模

型，模型 ２ 至模型 ４ 分别为性别交互、户籍交互和教育水平交互模型。 模型 ２ 至模型 ４ 分别显示，当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每提升 １０ 单位，中老年女性的主观福祉增长量平均比男性高出 ０􀆰 ０５１ 单位，对中

老年女性的影响显著高于男性。 同理，当子代 ＩＳＥＩ 每提升 １０ 单位，农村户籍老人主观福祉增长量比

城市高出 ０􀆰 ０５５ 单位，小学及以下老人主观福祉增长量比初中以上高出 ０􀆰 ０８４ 单位，对农村、低教育

老人主观福祉的影响显著高于对城市、高教育的老人。 所以，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女性、农村、初
中教育以下中老年人的影响更大。 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了假设 ４ａ、假设 ４ｂ 和假设 ４ｃ。

表 ６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反哺中老年父代主观福祉的群体差异①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 １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性别（男＝ １） ０􀆰 ００３ ０􀆰 １８７∗∗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户口（城市＝ 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５！ ０􀆰 ２８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８７） （０􀆰 ０３８）
父代教育（参照项：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９∗ ０􀆰 １０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８２）
初中及以上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３３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９４）
性别∗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１４）
户口∗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０􀆰 ０５５∗∗

（０􀆰 ０２０）
小学∗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１）
初中及以上∗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０􀆰 ０８４∗∗∗

（０􀆰 ０２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２􀆰 ６９１∗∗∗ ２􀆰 ６０４∗∗∗ ２􀆰 ５９１∗∗∗ ２􀆰 ５７７∗∗∗

（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３） （０􀆰 １８３）
Ｎ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Ｒ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６

　 　 （四）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反哺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因果性检验

上述模型中虽已经控制诸多影响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其他因素，但仍可能存在两方面内生性问

题，即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 首先是反向因果问题，子代有可能因为需要陪伴照料心理健康不

佳的父母而在就业选择方面受到限制，或者父母长期的较差心理状态影响了子代的教育获得，使子

代有较低的社会资源含量。 其次是遗漏变量问题，子女社会资源获得可能与父代不可观测的因素有

关，这些不可观测因素同样影响了老年父母的主观福祉。 例如能力越强的父母更可能培养出高社会

经济地位的子女，也有更好的心理弹性，其主观福祉更好。 本文通过寻找工具变量的方式进一步论

证这一问题，以降低内生性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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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子代平均社会经济地位换成子代最高社会经济地位，控制变量不变，分析结果基本完全一致。



使用社区中排除受访者本人家庭外的其他老人子女的平均教育年限，作为受访者子代社会经济

地位的工具变量［２６］。 该工具变量能够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可作为一个较合理的工具变

量。 首先，教育获得具有社区效应，同一社区内的人往往有着类似的教育观，个体所在环境的群体成

员的平均教育程度会极大影响个体教育获得［４９］，从而与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较强相关性。 其次，
社区中其他人子女的平均教育程度不大可能对老年父代当前的主观福祉产生影响。

表 ７　 工具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社区其他家庭子女教育程度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０）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 ０􀆰 ２９２∗∗

（０􀆰 ０８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 ２４５∗∗∗ １􀆰 ８１０∗∗

（０􀆰 ２７８） （０􀆰 ３４５）
样本量 ５０６５ ５０６５
第一阶段 Ｆ 值 ６６􀆰 １４ ６６􀆰 １４

表 ７ 显示了工具变量回归的分析结

果。 社区中非本家庭老年人子女的平均教

育年限与受访者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工具变量与自变量显著

正相关，且 Ｆ 检验统计值为 ６６􀆰 １４，远大于

１０，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采用两阶段

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进行重新回归的系数

依然正向显著（ ｒ ＝ ０􀆰 ２９２， ｐ＜０􀆰 ０１），说明

在排除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子代社会

资源对老年父母主观福祉的正向作用是稳

健的。

六、研究结论及讨论

在中国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老年群体的生活福祉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本文从代际社会资源反哺的分析视角，建构了子代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福祉反哺效应的理论

模型，不但揭示了我国社会经济地位反向影响老年福祉的现象，更揭示了其反哺老年父母主观福祉

的多重机制及其相对强度，并进一步探讨了效应的群体差异。
本文的关键性结论有三：首先，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反向影响老年父母主观福祉存在双重机制，即

实体性资源的客观反哺机制、符号性资源的主观反哺机制，其中，符号性资源影响强于实体性资源。
其次，实体性资源机制的两条具体路径同时呈正、负效应。 一方面，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代劳

动力支持反而减少，对老人主观福祉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结果，高社会经济

地位子代如何减轻工作—家庭冲突，把“常回家看看”落到实处，需要个人、单位和政策制定者的共同

努力。 另一方面，子代社会资源越丰富，越有可能在经济上支持老年父母，弥补劳动支持不足对老年

父母主观福祉的不利影响。 最后，代际社会资源反哺效应在老年父母自身资源禀赋相对较差的群体

中更强，即存在“劣势累积”，子代社会资源较贫乏的老年弱势群体更应该是社会帮助的重点人群。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代际社会流动是洞察代际资源传递开放性及其变迁的重要维度，

是社会学重要的核心研究议题。 社会资源由父代向子代的下传维度相关研究已较为充分，具体表现

为父代阶层对子代的教育、健康、职业地位的影响，但是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及其蕴含的社会资源的向

上传递，即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反哺效应，如子代地位结构特征影响父代健康等相关研究较为缺乏。
本研究系统揭示了子女地位获得如何反哺父代主观福祉，无疑在这方面有所开拓。

本研究结论对思考中国未来养老问题也有诸多政策启示。 主观福祉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

甚至关键性指标，子代成就的社会价值是影响父代的主观福祉关键因素，而非完全体现在人力与物

力上的支持。 因此，在老龄化社会治理方面，不仅要全面强化社会保障，解决老年人口的后顾之忧，
更要下大力气解决青年群体的失业问题，更要着力提升年轻一代的就业质量与职业流动。 此举可以

有效发挥家庭养老的优良传统，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福祉与生活质量，对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不

可估量的潜在的、长期的社会价值，值得政府与社会高度重视。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相关指标的测量

有待改进，诸如老人退休前具体职业缺失、子代支持指标较为简化等。 关于子代社会资源反哺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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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观福祉的国际比较研究，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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